
农民转型与中国工业化：
“工业化转型职业” 的特征、 成因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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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 “工业化转型职业” 的分析概念， 以重新考察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

程中农民向非农职业流动的特征、 成因与后果。 工业化转型职业系农民从农业部门向非农

部门流动时最容易进入的职业， 而职业的技能类型和性别特征是其两个基本维度。 一是该

类职业对学历和劳动技能要求低， 其生产劳动很容易从农业部门延伸过来； 二是附带很强

的性别属性， 性别成为这类职业的准入门槛。 本文基于概念的操作化与统计分析发现， 在

宏观层面上， 工业化转型职业成为农民向非农职业流动的 “庇护所”， 其比例伴随工业化的

推进而逐渐增加； 在微观层面上， 这类职业的从业人员的就业处境更为不利， 且农民进入

这类职业并不能带来主观福祉的有效改善。 本文为理解工业化转型期中国的职业变革和社

会分层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和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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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现代社会， 职业是社会分层的基本维度， 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生活状态， 而且影

响到一生的发展轨迹， 甚至他们的后代 （Ｂｌａｕ ＆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６７； Ｆ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 ＆ Ｈａｕｓｅｒ，

１９７８； Ｓｏｂ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 Ｅｒｉｋｓｏｎ ＆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 １９９２； Ｍｏｒｇ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李路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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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因此， “如何获得更好的职业” 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布劳—

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是这一研究传统的经典模型 （Ｂｌａｕ ＆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６７）， 并自此确立了

以家庭资源传递的微观机制为主流的研究范式。 然而， 职业获得不仅取决于个人禀赋

与家庭背景等微观因素， 还受到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等宏观因素的制约 （ Ｂｌａｕ ＆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 １９７９； Ｇｕｅｓ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国

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而工业化可谓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无疑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和不同群体的就业机会变动。 这为我们观察

社会成员究竟是如何被卷入和适应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农民可以说是受到工业化冲击最大的群体。 一方面， 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来

看， 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的边界往往具有高度的渗透性和模糊性 （Ｚｈｏｕ ＆ Ｘｉｅ，

２０１９）。 另一方面， 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来看， 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的流动在快速工

业化阶段变得更加普遍。 例如， 与 ２０ 世纪中期相比， １９ 世纪晚期的美国非农职业更容

易进入， 其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美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工业扩张 （Ｇｕｅｓ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９）。 另一项跨国比较研究也指出， 相较于西欧国家， 匈牙利和日本两国的农业部门

和非农部门之间的代际流动更为常见， 这同样是因为两国适逢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时期

（Ｅｒｉｋｓｏｎ ＆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 １９９２）。 上述证据表明， 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农民的职业

命运， 即从农业向非农职业流动。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与西方国家有明显的不同： 一是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

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其速度之快使世界其他国家无法望其项背； 二是中国的工

业革命与信息革命交织在一起， 其复杂程度也远超世界其他国家。 这意味着， 在中国，

当农民在工业化力量的推动下逐步退出赖以生存的农业部门、 进入非农部门以谋求新

的发展之时， 信息革命的到来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机器人

正在接手成千上万的重复性工作， 许多低技能就业岗位正在减少， 从而使得农民转型

的职业空间被大大压缩。 因此， 我们更有必要讨论中国农民这一职业群体究竟是如何

被卷入和适应工业化进程， 也就是他们从农业部门进入非农部门的特征、 成因与后果。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应运而生， 并成为一个

重要且独特的社会现象。 他们保留着农村的户籍身份， 自己或家庭拥有部分土地， 但

主要收入来源却为其所从事的非农职业 （李培林、 李炜， ２００７）。 农民工自出现之日起

就进入政府和学术视野， 并日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孙中伟、 刘林

平， ２０１８）。 这一议题的关注焦点在于农民工在企业和城市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 以及

如何缩小乃至消解这些不平等。 然而， 这些研究始终没有追问农民如何向非农职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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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一根本性问题。 换言之， 农民工究竟进入了哪些非农职业？ 为什么这些职业与农

民工群体相契合？ 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恰恰是我们理解中国工业化与农民转型的关键

所在。 对此，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 工业化转型职业” （ ｐ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并以此来重新考察在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向非农职业的流动。

本文将首先回顾中国的工业化与农民转型的历史进程， 探寻贯穿这个历史进程的

主线。 其次， 文章将总结现有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最

后， 文章运用新的分析工具， 结合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数

据， 展开实证研究， 全面分析工业化转型职业的特征、 成因与后果。

二　 ７０ 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农民转型

本文首先回顾和梳理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农民转型的历史进程， 以示农民群

体的职业转型是如何在工业化的推动下逐步发生。 这一进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

一个阶段是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 这一时期第一次人口转变出现， 人地矛盾凸显； 第二个阶

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这一时期家庭承包制实行， 户籍制度逐步

松动； 第三个阶段是 １９９２ 年至今，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 大规模农民工涌现， 人口

迁移加快。
自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７８ 年， 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持续降低， １９６２ 年之后开始的大幅度

补偿性生育导致中国在 １９６２ － １９７２ 年出现了第一次人口高峰期， 累计出生超过 ２ ８ 亿

人 （王广州， ２０１９）。 人口膨胀导致这一时期农村的人地矛盾日渐突出。 据估算， 这一

时期中国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从建国初期的 ３ 亩 ／人逐渐降低到 ２ 亩 ／人以下①。 再加上

这一时期实行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 平均分配劳动产品， 导致农业生产效率较低，
占全国 ７０ ５％的劳动力所生产的农业产值仅占全国总产值的 ２８ ２％ （蔡昉， ２０１７）。
这一现象亦被称为农业的 “过密化” 或 “内卷化” （黄宗智， １９８６）。 这些都反映出农

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然而， 受到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
这一时期农民没有 “退出权”， 只能被限制在公社内部， 仅在需要时被政府调任至临近

工厂充当 “临时工” （苏之慧， ２０１８）， 以弥补计划经济时期 “通过创造劳动力的灵活

性来应对财政约束、 生产压力、 投入短缺和波动” 的状况 （Ｌｅｅ， ２０１９）。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 由安徽凤阳小岗村的 １８ 家农户开始， 家庭承包制在全国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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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逐步推行。 这一改革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并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

提高。 据统计， 农村由此产生了大约 ３０％ ～ ４０％的剩余劳动力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３）， 大量

农村劳动力被闲置， 需向工业进行转移和再配置， 以解决劳动力剩余的问题。 与此同

时， 户籍政策的松动终于为缓解人地矛盾、 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口。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中共中央发布了 《关于 １９８４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可被视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

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以此为起点， 城乡之间、 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开始出现劳动力

流动。 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是， 一些农村劳动力首先流向家乡附近的乡镇企业， 形成以

“离土不离乡” 的就地转移为主的劳动力初步转移 （宋林飞，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市场转型迅速加快， 并带动了粮票制度在全国的废

除， 农民在迁移过程中不必自备口粮， 从而促使大规模、 远距离的跨省市流动成为可

能。 受到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 劳动力需求明显增加，
而农业部门的收入增长则一度放缓，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推动着农村劳动力流动进

入到一个高潮阶段。 据推算， 早在 １９９４ 年， 全国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共计 ８６００ 万，
其中出省人数在 ２０００ 万以上 （周其仁， １９９７）。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其

数量之多、 涉及面之广，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农民工进城所

带来的社会治安和管理难题， 到 ２０００ 年以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 再到 ２０１０ 年以来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孙中伟、 刘林平， ２０１８）， 直至今天， 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

形势依然严峻， 问题更加复杂。
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历程可以看出， 在工业化的浪潮中， 农民工的出现是由于结

构性力量 （例如人地矛盾） 的推动———农民逐步退出曾经赖以生存的农业部门， 进入

非农部门以谋求新的发展。 而且， 困难始终贯穿在每一代农民工的身上。 为了更好地

理解农民工问题， 我们必须回到 “元问题”， 即农民被迫寻求生存机会的行为———职业

转换。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 “乡土中国” 与 “机器时代” 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劳工研究

的核心线索 （闻翔， ２０１３）。 因此， 本文的尝试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工业化时期的农民

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职业分层的认识。

三　 工业化转型职业： 一个概念及分析框架

（一） 农民工的劣势地位： 理论解释与实证研究

中国的农民工研究经历了 ４０ 年的研究历程。 这些研究虽从不同视角出发， 但不外

乎围绕两个主线。 其一是关注农民工群体为何进行迁移以及描述和解释他们在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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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就业的不平等待遇； 其二是聚焦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适应性和融入性问题 （孙中

伟、 刘林平， ２０１８）。 大量经验研究已经得到普遍和一致性的结论， 即随着各项政策的

相继出台， 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虽有所好转， 但仍面临工时长、 工作环境恶劣、 工作稳

定性低、 社会福利差等问题 （ Ｓｏ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９； 王美艳， ２００５； 李培林、 李炜， ２００７；

谢桂华， ２００７； 黄乾， ２００９； 田丰，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 寇恩惠、 刘柏惠， ２０１３； 吴晓刚、 张

卓妮， ２０１４； 章莉等， ２０１６）。
针对为何造成这一后果， 现有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路径， 其中人力资本理论和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两个主流的解释取向。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农民工职业地位低主

要是由农民工的教育水平、 劳动技能和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劣于城镇居民所导致。 二

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定是整个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而是

被制度性壁垒分割为初级市场与次级市场， 或 “核心” 与 “边缘”， 这种分割阻碍了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Ｄｏｅｒｉｎｇｅｒ ＆ Ｐｉｏｒｅ， １９７１）。 在农民工的问题上则表现为， 户籍制度

是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内部出现割裂和断层的根本原因 （蔡昉等， ２００１； 蔡昉，
２００６）， 而这一结构性分割限制了农民工自由进入初级市场， 使他们被迫处于次级市

场， 所以其就业机会、 工作条件、 工作待遇普遍劣于城镇居民。 这两种理论解释业已

得到不少经验证据的支持。 总之， 由户籍入职门槛造成的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职业隔

离， 即两个群体分属于不同的就业部门和单位 （例如公 ／私有制、 体制内 ／外）， 是造成

收入差距等一系列不平等后果的最重要因素； 而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 劳动

技能、 工作经验等） 较低则是这一隔离现象产生的主要机制。
上述理论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劣势地位的形成， 但在认识层面上

还存在一个重要的断裂点， 即并没有彻底阐明农民工为何更多进入这些蓝领或低端职

业。 早有研究指出， 受教育程度对于一些省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很小 （赵耀辉，
１９９７）。 近期的证据表明， 即使农民工的教育结构改善， 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自评地

位反而在下降 （田丰， ２０１７）。 由此不难推测， 农民的职业转型更多是受工业化冲击后

的普遍性行为， 而并不完全是个体选择的行为； 受教育程度这一被普遍认为是最重要

的人力资本要素， 在农民的职业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那么， 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如何与非农职业进行匹配， 换句话说， 一般而言只具备

农业生产技能的农民如何从农业部门过渡到非农部门？ 这类职业究竟存在怎样的特征，
使之与农民工的技能禀赋相契合？

事实上， 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还有一个时常被忽视但却十分重要的特征， 就是高

度的性别隔离。 我们认为以上理论解释不够充分的原因是它们忽视了性别所发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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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作用。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 但是 “职业

和工种中两性的分布都基本没变， 只不过原来城里的男建筑工换成男农民工， 城里的

纺织女工换成外来妹， 当新的职业产生后， 旧的性别分工也随之出现在这些职业中”

（谭深， １９９７）。 正是通过这样的分工方式， 在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地， 男女两性的职业

又一次被鲜明地划分开了。 一些研究也发现， 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女性劳动

力日渐集中在商业、 服务业， 而制造业则变得更加男性化 （吴愈晓、 吴晓刚， ２００８；

李汪洋、 谢宇， ２０１５）。 然而， 农民工研究很少关注到这类职业上的性别分化， 因此无

法从根本上回答农民如何向非农职业流动的问题。 综上所述， 本文将立足于农民工的

职业特征与其所在职业的技能要求， 提出一个关于农民职业转型的新的概念和分析框

架， 以期更好地理解工业化转型期中国的职业变革和社会分层。

（二） “工业化转型职业” 的概念

１ 概念的提出

目前， 尽管国内研究对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缺乏统一、 清晰的概念化， 但是现有

概念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将其统称为蓝领或低端职业， 以工业、 商业和服务业中

的体力劳动为主。 例如， 刘林平 （２０２０） 的研究指出， 大量农民工集中在中低端制造

业。 二是借用 “非正规就业” 这一概念来指代， 其主要特征为非标准的工时、 非固定

合同、 非正规雇佣关系 （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 金一虹 （ ２０００ ）、 李强和唐壮

（２００２） 等学者早就指出， 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就业的最主要渠道。 另有一些零散的分

析， 例如， 刘精明 （２００１） 提出 “低度工业化” 的概念， 即这一群体所从事的职业以

初级产品的制造和加工为主。 总而言之， 尽管称呼不同， 但这些研究都在强调农民工

所从事的职业专业技能低， 工作稳定性差， 社会经济地位相应也低。

如前文所述， 性别分化是农民工职业群体另一个不被十分注意但却无处不在的基

本特征。 然而， 仅有少量研究对这一重要特征有所关注 （谭深， １９９７； 范璐璐， 薛红，

２０１８）。 此外， 职业的转型往往依赖于个体的 “可迁移技能”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ｓｋｉｌｌｓ）， 即超

越不同职业的通用技能 （Ｂｒｉｄｇｅｓ， １９９３； Ａｓｓｉｔｅｒ， ２０１７）①。 因此， 农民向非农职业流

动时更容易进入那些技能需求与他们所具备的可迁移技能相匹配的职业。 然而， 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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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迁移技能一般来说有两种： 一种是广泛意义上的通用技能， 例如沟通能力、 学习能力、 团

队合作能力， 属于一种 “软技能”， 在任何工作环境下都可能适用； 另一种是小范围内的专

业技能， 例如计算机类职业大都必需的编码技能， 往往适用于很多相近职业。 在本文中， 可

迁移技能主要是第一种意涵。



的分析并没有很好地反映这一点。

据此，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概念——— “工业化转型职业”。 从工业化变迁来

看， 已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一般将职业分为上层白领和下层白领、 上层蓝领和下层

蓝领以及农民这五个职业阶层， 农民和非农职业之间的边界十分清晰。 但在中国， 受

到快速工业化这一时代浪潮的冲击， 大量农民受结构性力量的推动进入非农职业， 农

业和非农职业之间的边界相对模糊。 在本文中， 工业化转型职业指的是农民流入非农

职业的过渡性职业， 而职业的技能类型与性别特征是这类职业的两个基本维度： 一是

在职业的技能类型上， 这类职业对学历和劳动技能要求低， 主要是那些不需要技术的

劳动密集型职业， 其生产活动很容易从农业部门延伸过来； 二是在职业的性别特征上，
这类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程度严重， 性别本身成为这类职业的准入门槛。

为了阐明所定义的工业化转型职业， 我们将重点讨论这类职业中性别高度分化这

一特征， 并据此分析这类职业的产生， 解释农民工的技能禀赋与这类职业之间的亲缘

性。 职业性别隔离系指男性和女性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 集中在不同的职业 （Ｇｒｏｓｓ，
１９６８）。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不同的部门， 性别隔离的运作方式和发生机制有所差异。 白

领职业的性别隔离主要是男女两性在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特征上的差异所造成的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相比于白领职业， 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更为严重， 其原因是性

别本质主义 （ｇｅｎｄｅ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性别本质主义是指

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种传统性别观念， 即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存在天生的不同

（Ｃｈａｒｌｅｓ ＆ Ｂｒａｄｌｅｙ， ２００９）。 这反映在职业领域就是认为女性在重视语言能力、 手指灵

敏度、 人际交往技巧等的工作岗位上表现更加出色， 而男性在强调计算能力、 空间感

觉、 上肢力量等的工作岗位上表现更为突出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Ｂｅｓｔ， １９９０； Ｌｕｅｐｔｏ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Ｃｈａｒｌｅｓ ＆ Ｂｒａｄｌｅｙ， ２００９）。 由此， 在很多蓝领职业中， 由于对技术的要求普遍不

高， 雇主在招聘过程中更有可能依据性别刻板印象来挑选雇员 （Ｔｏｒｒｅ， ２０１９）。 也就是

说， 在这类职业中， 性别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要素， 成为其准入门槛。

一方面， 这使得蓝领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很难消除； 另一方面， 这类职业也为那些没

有其他劳动技能的个体提供了可能的就业去向。
在中国， 农业社会所遵循的家庭分工模式正是以性别为基础的， 即所谓的 “男耕

女织”。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社会从 “机械团结” 向 “有机团结”
过渡， 这一时期的主导原则是结构分化， 即经济组织同家庭组织相分离， 工作场所同

家庭相分离 （埃米尔·涂尔干， ２０１３）。 当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逐渐过渡到以社会

为单位的生产模式时， 社会分工就出现了。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产生， 可以看作农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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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家庭分工的一种社会性延伸。 简单来说， 从农民的职业转型来看， 农民的受教育程

度普遍很低， 除了务农之外极少具备可迁移技能 （李强， １９９９）， 因此男性主要从事重

体力劳动， 女性则主要依靠符合女性特质的照料服务技能来谋求职业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４； Ｆｏｌｂｒｅ ＆ Ｎｅｌｓｏｎ， ２０００）。

由上可知， 工业化转型职业很可能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种过

渡性职业。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劳动技能与性别属性与农民工群体的技能禀赋相契合，

并因此成为接收农民的最重要的非农职业， 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职业转型时的一个

“庇护所” （ｓｈｅｌｔｅｒ）。

２ 测量方法

根据上述的定义， 我们将从两个维度对 “工业化转型职业” 这一概念进行测量，

分别是职业的技能类型 （白领 ／蓝领职业） 和性别特征 （男性、 中性、 女性职业）。 据

此， 蓝领职业中性别隔离的职业就是我们所界定的工业化转型职业 （如表 １ 所示）。 其

中， 关于职业的技能类型， 我们使用中国标准职业分类区分出白领、 蓝领两大类职业。

根据中国标准职业分类系统， 职业划分为 ８ 个大类：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企业、 事

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商业、 服务业人员， 农、 林、

牧、 渔、 水利业生产人员，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军人， 不便分类的

其他从业人员。 参照通常的做法 （Ｃｏ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我们将商业、

服务业人员以及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归类为蓝领职业。 这一操作化方法虽简单明

了， 但存在一个问题， 即并没有对职业技能进行直接测量， 无法精准地评估哪些职业

与农民的技能禀赋相近。 对此， 我们使用美国 Ｏ∗ＮＥＴ 职业数据库构建了认知能力、 身

体能力两个维度的职业技能特征指标， 并通过分析发现， 采用上述职业分类的方式所

得到的蓝领职业在技能需求上的确与农业职业相近， 由此验证了这一操作化方法的合

理性①。 在对职业的性别特征的测量中， 我们采用性别类型职业的指标， 即基于各职业

内部的女性比例对所有职业进行分类。 通常的做法是将女性比例超过 ７０％的职业称为

“女性职业”， 女性比例低于 ３０％的称为 “男性职业”， 女性比例介于 ３０％ ～ ７０％ 的称

为 “中性职业” （Ｇｒｏｓｓ， １９６８）， 而 “女性职业” 或 “男性职业” 就是所谓的性别隔

离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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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概念操作化

性别特征
技能类型 白领职业 蓝领职业

性别隔离 白领隔离职业 蓝领隔离职业 （ “工业化转型职业”）

非性别隔离 白领非隔离职业 蓝领非隔离职业

　 　 资料来源： 根据工业化转型职业的概念界定整理得到。

我们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蓝领职业中性别隔离最严重 （男性或

女性比例最高） 的前 １０ 种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男性或女性比例。 如表 ２ 所示， 这

些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８ 年到 １２ 年， 对学历的要求并不高， 同时性别分化非常明

显。 这些职业的分布与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相一致， 即男性集中的职业大都是重体力

劳动且具有 “男性气概” 的职业， 而女性集中的职业则是保育员、 纺织工、 服务员等

强调手指灵活性和照料技能的、 符合 “女性特质” 的职业。 由此可见， 这些职业更可

能是依据性别本质主义的原则设置准入门槛， 即性别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这

一点印证了我们对工业化转型职业的预期。

表 ２　 蓝领职业中男性或女性比例最高的前 １０ 种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性别比例

职业类型
男性比例

（％ ）
平均受教育

年限 （年）
职业类型

女性比例

（％ ）
平均受教育

年限 （年）

公 （道） 路运输机械设备

操作及有关人员
９４ １ ９ ７４８ 保育家庭服务人员 ８９ ３ ８ ３１１

矿物开采人员 ９２ ６ ９ １４５ 环境卫生人员 ７１ ６ ８ ３５２
钻井人员 ９２ ３ １１ ０１８ 纺纱人员 ７１ １ ８ ９０７
工程设备安装人员 ９０ ６ ９ ７３７ 裁缝、 缝纫人员 ７１ ０ ８ ８６４
砌筑人员 ９０ ３ ８ ４９３ 饭店服务人员 ６７ ９ ９ ８３４
生活、 生产电力设备安装操

作、 修理人员
８９ ７ １０ ５９２ 餐厅服务人员 ６７ ９ ９ ２５８

机械设备维修人员 ８９ ６ １０ ０３０ 洗染织补人员 ６１ ６ ９ ２８１
施工架子搭设人员 ８９ ２ ８ ４９９ 美容美发人员 ６０ ６ ９ ７１２
钢筋加工人员 ８８ ７ ８ ７０２ 医疗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６０ ５ １２ ４０９

古建筑修建人员 ８８ ４ ９ ０００
医疗器械设备及假肢矫形器

制作人员
６０ ２ １０ １３３

　 　 资料来源： 男性或女性比例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得到， 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 ０ １％微观数据计算得到。

３ 分析框架

本文的分析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在宏观层面上考察中国工业化转型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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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趋势， 即我们的首要问题是： 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比例

是趋于上升还是下降？ 其次则是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工业化转型职业的成因与后果。 我

们有三个具体的研究问题： 第一， 相比于其他职业类型， 农民工群体更有可能进入工

业化转型职业？ 第二， 这一职业客观上的就业状况如何？ 第三， 在农民进入这类职业

前后， 其主观福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四　 数据、 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

１ 宏观数据

本文使用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０ 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采用有

效的测量和计算， 得到历年来工业化转型职业的比例。 但这样做有一个问题： 不同年

份全国人口普查所使用的职业分类系统是不同的。 此外， 本文借用了美国 Ｏ∗ＮＥＴ 数据

库测量了职业技能， 因此也存在着中美职业分类体系不同的问题。 对此， 我们必须首

先建立一个统一的、 可比的职业分类系统。 本文借鉴杨一纯和谢宇 （２０２１）、 李汪洋和

谢宇 （２０１５） 的做法， 以 “１９９０ 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 为基准， 构建了一个新的职业

分类系统①。 据此， 我们生成了一个以职业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数据库， 主要变量有每一

种职业的总人数和分性别的劳动力人数。

具体来说， 为了获得统一可比的职业体系， 我们采取了两个步骤。 首先将中国系

统与美国 Ｏ∗ＮＥＴ 系统的职业分类进行对接， 建立起对应关系， 具体方式是以 “２００９
年中国标准职业分类” 为标准， 参照对每种职业具体活动的描述进行构建。 这一过程

所遵从的原则是： 尽可能保留多个职业类型； 同时保证每个类别内部所需要的活动职

能和工作技能具有一致性 （杨一纯、 谢宇， ２０２１）。 最终通过归类得到 ２３８ 个非农职业

和 １２ 个农业职业。 在此基础上， 我们构建中国职业分类的统一体系。 其次， 由于我们

将使用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０ 年四次普查数据以评估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变动趋势， 而这四次普查

所使用的职业分类系统也存在差异， 为了保持职业分类体系的可比性， 我们在得到 ２５０
个职业类型的基础上， 参照之前研究的方式 （李汪洋、 谢宇， ２０１５）， 以 “１９９０ 年中

国标准职业分类体系” 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统一的职业分类体系， 最终得到的职业分类

体系包括 １６０ 个职业小类， 其中农业职业 １０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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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职业分类系统的构建请见附表 １ 和附表 ２。 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该职业分类系统。



２ 微观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是中山大学主持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简称 ＣＬＤＳ）。 ＣＬＤＳ 的重要特色是对就业有丰富的测量，

这使得我们可以全面考察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就业状况。 本文使用 ＣＬＤＳ ２０１２ 年基线数据， 将

分析对象界定为 １６ ～６５ 岁正在工作且有收入的非农劳动者。 最终的样本是 ３５８４ 人， 其中男

性 ２０２７ 人， 女性 １５５７ 人①。 第二个是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简称 ＣＦＰＳ）。 ＣＦＰＳ 是一项大规模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 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至今已积

累５ 期数据， 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持续观察一个人的职业变动状况。 以往的研究在农民

工的社会融入方面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 （蔡禾、 曹志刚， ２００９； 胡荣、 陈斯诗， ２０１２；

汤兆云、 张憬玄， ２０１７）， 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大多使用截面数据， 将农民工与城市工人

进行横向比较， 无法解决由于难以观察到的个人特征而导致的忽略变量偏差。 利用 ＣＦＰＳ

追踪数据， 我们可以对比同一个人流向工业化转型职业前后的变化， 据此达到长期追踪

框架内的因果推断。 本文将使用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年追踪数据②， 分析对象是２０１０ 年１６ ～

６５ 岁的农民劳动者。 在删除了职业回流以及流向其他非农职业的情况后， 最终得到的样

本共 ２０７３ 人， 借以观察农民在流入工业化转型职业前后的主观福祉之变化。

（二） 变量

本文的关键变量是工业化转型职业。 如前文所述， 利用全国人口普查的职业数据，

可计算得到各职业内部的性别比例， 并根据职业分类系统区分出白领、 蓝领职业， 其

中蓝领隔离职业就是本文所定义的工业化转型职业。 本文将基于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０ 年四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所建构的职业数据库， 计算历年来工业化转型职业和农业职业的比例，

据此分析在宏观层面上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

在微观层面上， 我们首先验证农民是否更可能进入工业化转型职业。 在这一部分，

是否从事工业化转型职业是结果变量， 其中， 在男性样本中， 结果变量为是否从事蓝

领的男性职业 （男性比例 ＞ ＝ ７０％ ）； 在女性样本中， 结果变量为是否从事蓝领的女性

职业 （女性比例 ＞ ＝ ７０％ ）。 核心的自变量是户口类型 （农业 ＝ １， 非农 ＝ ０）。

其次是对就业状况的考察， 同样分性别进行分析。 在这一部分， 是否从事工业化

·３１·

杨一纯等： 农民转型与中国工业化

①
②

ＣＬＤＳ 分析样本的描述性结果详见附表 ３。
这一做法使得我们对农民职业转型的观察周期长达 ６ 年， 可以更为充分地反映出他们在主观

福祉上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职业转型所产生。 ＣＦＰＳ 分析样本的描述性结果详见附表 ４。
我们亦尝试了不同的样本处理策略， 并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 （见附表 ５）。



转型职业是自变量。 结合已有的研究以及 ＣＬＤＳ 数据， 我们将从三个维度来考察就业状

况这一结果变量： 工作自主性、 工作保障、 工作环境， 分别测量的是个体对于这份工

作的掌控程度、 这份工作所带来的物质保障以及工作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度。 其中， 工

作自主性是根据被访者在工作内容、 强度和进度三方面的自我决定权衡量得到的工作

控制程度。 我们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 构建了一个公因子， 可以解释总方差的 ７２ ９％ 。

工作控制程度标准化得分的取值范围是 － １ １４４ ～ １ ８４７， 均值为 ０。 工作保障的测量有

四个指标：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是否有固定工资①、 是否拖欠工资、 是否有职业医疗保

险。 工作环境的测量有两个指标： 是否接触恶劣的工作环境、 是否接触粉尘环境。 以

上两部分所使用的是 ＣＬＤＳ ２０１２ 基线数据②。

最后一部分是利用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追踪数据分析农民转入工业化转型职业对其主

观福祉的影响。 自变量为这一时期内是否由农民转入工业化转型职业， 因变量有四个

指标， 分别为自评社会地位、 自评收入地位、 自身生活满意度、 对未来的信心。 这几

个指标取值为 １ ～ ５ 分， 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自我的主观评价状况越好。

本文还纳入了一些控制变量， 包括被访者的年龄、 受教育年限等因素。 在微观层面

的前两部分， 我们根据结果变量的性质分别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与 ＯＬＳ 回归模

型③。 同时， 考虑到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存在很大的差异， 就业政策

也各有不同， 这些都可能影响到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和福利待遇 （汪建华等， ２０１８）， 因

此我们还控制了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 最后一部分则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农

民职业转型的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 为了更准确、 更可靠地说明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就

业状况， 我们首先比较白领职业和蓝领职业， 进而再比较蓝领职业中的性别隔离职业

（即工业化转型职业） 和非性别隔离职业之间的差异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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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为便于分析， 我们将工资发放形式为 “月薪制”、 “提成或底薪加提成”、 “绩效工资或底薪

加绩效工资”、 “年薪制” 视作有固定工资， 而将 “计件”、 “计时”、 “按天计算”、 “有时计

件， 有时计时” 归类为没有固定工资。
由于 ＣＬＤＳ 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上只询问了受雇群体， 因此这一部分的分析只能限定为受雇

群体， 而不涉及自雇群体。
因变量的取值范围为 “１ ～ ５”， 我们使用 ＯＬＳ 模型、 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分别进行估计， 所得

到的结果相一致。 为了便于解读， 本文报告的是 ＯＬＳ 结果。
为了显示蓝领、 白领两种职业内部的隔离状况对个体工作状况的影响存在差异， 以突出我们

所定义的 “工业化转型职业” 中性别隔离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处于这类职业的劣势地位，
我们同样比较了白领职业内部的性别隔离职业和非性别隔离职业的差异。 结果表明， 在白领

职业中， 性别隔离未必会造成个体在工作中的状况更差。 相关结果可与作者索要。



五　 分析结果

根据之前的研究设计， 本文的分析结果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报告的是在宏观层

面上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分布与变化， 第二部分则报告在微观层面上这类职业的成因与

农民的职业转型后果。

（一）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分布与变化

针对宏观层面上这类职业的变动趋势，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 从长期来看， 我们

所定义的这一职业类型本身很可能是长期存在的， 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它所

占据的比例可能发生变化。 如图 １ 所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

中国农业职业的从业人员比例大幅下降， 从 １９８２ 年的 ７１ ９％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７ ３％ 。

而工业化转型职业的从业人员则经历了大幅度增加， ２０１０ 年比 １９８２ 年增加了 １ 倍多，

而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的增幅最为明显。 可见， 农民的转型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

场的规模与结构。

图 １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０ 年中国职业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０ 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接下来， 我们试图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对这一职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给出

解释。 一方面，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 中国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就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

（中国工业化进程研究课题组， ２０１７）， 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职业， 因此

这一时期工业化转型职业作为 “庇护所” 的功能更加凸显。 另一方面， 从劳动力需求

来看， 尽管信息革命已然开始， 但由于尚未实现大规模的 “机器换人” （张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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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许怡、 许辉， ２０１９）， 仍需要大量的人力从事重体力、 重复、 烦琐的劳动， 而这

类工作往往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 由不同性别的劳动者承担， 因此工业化转型职业可

以说正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所需要的职业类型。

不难想象， 从更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推进， 这类职业的比重

很可能会达到峰值后并逐渐回落。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 随着大量农业劳动力完成转移，

劳动力市场上将难以继续提供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补给和更新。 从劳动力需求来看， 随

着中国工业化的完成， “机器换人” 的普及将使机器人取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职业。 对

此， 我们期待有更多、 更新的数据得以勾勒出未来工业化转型职业变迁的宏大图景。

（二）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成因与后果

１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进入

根据前文的论述， 我们不难推测： 相比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的劳动者进入工业化

转型职业的可能性更大。 这一部分将考察不同户口类型的劳动者进入蓝领职业和工业

化转型职业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差异 （如表 ３ 所示）。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 无论是男性还

是女性，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相比于白领职业， 农村户口的劳动者进入蓝领职业的

可能性与城市户口的劳动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事实上， 在纳入受教育程度等控

制变量之前， 农村人口进入蓝领职业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城市人口。 这说明户籍效应在

很大程度上是人力资本差异所导致的， 即农民工在人力资本特征上往往比城市人口要

低。 这一结果与之前的诸多研究结论相一致 （田丰， ２０１０； 李强， ２０１２； 吴晓刚、 张

卓妮， ２０１４）。 我们进一步来看户口类型在蓝领职业内部发挥的作用。 结果显示， 不管

是男性还是女性， 即使控制了受教育年限等各种变量， 在蓝领职业内部， 农村户口的

劳动者依然更容易进入 “工业化转型职业”， 而受教育年限这一最常用的人力资本要素

对于是否进入此类职业的影响很小。 具体来说， 相比城市户口， 农村户口的男性和女

性进入蓝领内部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的可能性分别提高了 ３４ ４％和 ９８ ２％ 。 这一结果

证实了工业化转型职业的性别准入机制。

表 ３　 农村户口对进入蓝领或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影响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估计结果）

男性 女性

职业类型 （ 蓝领 ＝
１， 白领 ＝ ０）

职业类型 （ 工业化

转型 ＝ １， 蓝领非隔

离 ＝ ０）

职业类型 （ 蓝领 ＝
１， 白领 ＝ ０）

职业类型 （工业化

转型 ＝ １， 蓝领非隔

离 ＝ ０）

农村户口
０ ２４４

（０ １４９）
０ ２９６ ＋

（０ １６３）
０ ２４５

（０ １９１）
０ ６８４∗∗

（０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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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男性 女性

职业类型 （ 蓝领 ＝
１， 白领 ＝ ０）

职业类型 （ 工业化

转型 ＝ １， 蓝领非隔

离 ＝ ０）

职业类型 （ 蓝领 ＝
１， 白领 ＝ ０）

职业类型 （工业化

转型 ＝ １， 蓝领非隔

离 ＝ ０）

受教育年限
－ ０ １８８∗∗∗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１７）
－ ０ ３４８∗∗∗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２）

年龄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３８）
０ １３１∗∗∗

（０ ０３６）
０ １３８∗

（０ ０５４）
０ １０２ ＋

（０ ０５３）

年龄的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体制内
－ １ ４０１∗∗∗

（０ １３３）
０ ５０６∗∗

（０ １６７）
－ １ ７４８∗∗∗

（０ １６９）
０ １５９

（０ ２３５）

常数项
２ ２６９∗

（０ ９０７）
－ ４ １９５∗∗∗

（１ ０２９）
１ ９４２ ＋

（１ １５５）
－ ４ ６８３∗∗∗

（１ １５５）

省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９０４ １４５ － ８０８ ７４４ － ６０８ ７６２ － ４６６ ６０４

样本量 ２０２７ １４４７ １５５７ １０３０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 表示估计结果在 ０ １％ 、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工业化转型职业与就业状况

对于就业状况的考察可以反映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位置的高低 （李路路

等， ２０１２；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 １９５８）。 如前文所述，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从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

缺乏其他人力资本， 因而不得不利用性别身份来谋求职业。 这里含有双重劣势： 其一

是蓝领职业相对于白领职业的劣势； 其二是蓝领职业内部性别隔离的职业相对于非隔

离职业的劣势。 双重劣势将导致工业化转型职业的从业人员在就业中处于被动的、 不

利的境况。 基于对其就业状况的分析， 主要发现如表 ４ 所示①。

首先， 在工作自主性上， 一方面， 尽管蓝领职业的工作自主性低于白领职业， 但

这一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另一方面， 在蓝领职业内部， 对于男性来说， 工业化转

型职业的工作自主性显著低于其他职业， 但对于女性来说， 这两类职业的工作自主性

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出现性别差异的一个可能原因是， 在我们的分析样本中， 男性集

中的工业化转型职业基本上是与建筑业、 制造业相关的工作， 这些工作的项目安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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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通常十分紧凑， 因此工作自主性更差； 而女性则以保姆、 环卫人员、 纺织工和裁缝

等为主， 这些工作在内容和进度上相对仍保有一定的自主性。

表 ４　 不同职业类型的就业状况的 ＯＬＳ 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估计结果

工作自主性 工作保障 工作环境

工作控制程度 劳动合同 固定工资 拖欠工资 职业医疗保险 恶劣环境 粉尘环境

男性

职业类型 （ 蓝 领 ＝ １，
白领 ＝ ０）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８２）

０ ５６０∗∗

（０ １９０）
－ １ ０８４∗∗∗

（０ ２６８）
０ ２７０

（０ １９３）
０ ０８３

（０ ２１０）
０ ８０４∗∗∗

（０ ２２９）
０ ９５０∗∗∗

（０ ２００）

职 业 类 型 （工 业 化 转

型 ＝１，蓝领非隔离 ＝０）
－ ０ ２０９∗∗∗

（０ ０６０）
－ ０ ４７２∗∗∗

（０ １４２）
－ ０ ２５２ ＋

（０ １３６）
０ ５３２∗∗

（０ １９２）
－ ０ １５５
（０ １６０）

０ ３８２∗

（０ １４９）
０ ７６７∗∗∗

（０ １３２）

女性

职业类型 （ 蓝 领 ＝ １，
白领 ＝ ０）

－ ０ １１９
（０ ０９６）

０ ５８８∗∗

（０ ２２１）
－ ０ ６４８∗

（０ ２９３）
０ ０３２

（０ ３９７）
０ ２１２

（０ ２４２）
０ １５６

（０ ３２４）
０ ６６３∗

（０ ２７０）

职 业 类 型 （工 业 化 转

型 ＝１，蓝领非隔离 ＝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８７）
－ ０ ２４２∗∗

（０ ２００）
－ ０ ４４０∗

（０ １８６）
－ ０ ２７７
（０ ３３９）

－ ０ ５３５∗

（０ ２６０）
－ ０ ３３６
（０ ２６８）

０ ９４３∗∗∗

（０ １８９）

　 　 注： 控制变量包含户口、 年龄、 年龄的平方、 受教育程度、 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 ＩＳＥＩ）、 体制内， 以及省

级层面的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的系数在此省略；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 表示估计结果在 ０ １％ 、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在各行中， 模型的样本量从上到下依次是 ２０２７、 １４４７、 １５５７、 １０３０， 其中工作自主性部

分采用 ＯＬＳ 回归， 其余各项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数据计算得到。

其次， 在工作保障上， 表 ４ 的结果表明： 第一， 蓝领与白领一样并没有遭遇拖欠

工资， 亦拥有职业医疗保险， 甚至还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上要好于白领， 只是有固定工

资的可能性要低于白领。 值得注意的是， 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 单位类型 （体制内 ／

外） 以及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 ＩＳＥＩ） 后， 蓝领职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高于白

领。 但在不控制上述变量时， 蓝领职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则显著低于白领。 这意

味着白领和蓝领能否得到劳动合同的保障深受自身的人力资本与单位类型的制约。 换

言之， 相比于低学历、 体制外的白领， 高学历的、 在体制内的蓝领工人获得劳动合同

的几率反而更高。 这其实显示的是一种筛选性作用 （吴晓刚、 张卓妮， ２０１４）。 第二，

考察蓝领职业内部的状况可知，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工作保障普遍劣于其他蓝领职业。

具体来说， 从事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劳动者更少签订劳动合同、 有固定工资以及有职业

医疗保险， 而且被拖欠工资的风险更高。

最后， 在工作环境上， 从回归模型的结果中可以看到： 相比于白领， 蓝领更可能

接触到恶劣的工作环境， 而在蓝领职业内部，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工作环境又明显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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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和我们的预期相符合。

上述分析基本上证实了工业化转型职业的从业人员在就业中更可能面临双重劣势，

且男性和女性的遭遇虽略有差异， 但大致相同。 总而言之， 第一， 这类职业主要从事

一些重复性的、 不具有太强技术含量的工作， 因此更多是简单执行雇主的指令， 难以

有太多的个人意愿， 更无法掌控工作进度和内容。 例如， 加工制造业往往存在着 “赶

工游戏” （黄岩， ２０１２）。 第二， 以性别作为进入门槛意味着这类职业存在很强的可替

代性。 由于雇主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持续搜寻到类似的员工， 因此雇主没有动机提供

相应的合同、 保险等以获取员工忠诚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例如， 建筑行业的相应

职业基本是随项目流动， 员工按天支付报酬， 随叫随到。 第三， 这类职业中男性比例

高的职业一般集中在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 女性比例高的职业则集中在纺织业等， 因

此， 工人在工作场所中都可能会接触到大量的粉尘或化学、 金属等有害物质， 或长期

处在噪音很大的工作环境中。

３ 工业化转型职业与主观福祉

最后， 我们关注农民群体对于工业化过程中职业转型的适应状况， 也就是在从农业向

非农职业转型的过程中， 他们的主观福祉水平是趋于上升还是下降。 结果如表 ５ 所示①。 表

５ 的结果显示， 由农民转换到工业化转型职业后， 总体上个体的自评状况有所下降。

表 ５　 农民职业转型影响主观评价的固定效应模型

自评社会地位 自评收入地位 生活满意度 对未来的信心

农民职业转型 （工业化转

型职业 ＝ １， 农民 ＝ ０）
－ ０ ０２７
（０ １８１）

－ ０ ３１９ ＋

（０ １８９）
－ ０ ６２１∗∗∗

（０ １７９）
－ ０ ０８９
（０ １８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０７３ ２０７３ ２０７３ ２０７３

　 　 注： 控制变量有户口、 年龄、 年龄的平方、 受教育程度、 职业 ＩＳＥＩ、 体制内 ／ 外， 控制变量的系数在此省略；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 表示估计结果在 ０ １％ 、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具体来说， 个体的自评收入地位和生活满意度都显著降低。 其中， 自评收入地位

这一指标的下降可能是由于他们在职业转型后的参照群体发生了变化。 正如 “相对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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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论” 所指出， 面临不同的参照群体会使得个体的自我评估发生变化 （默顿， ２００６）。

在从事农业生产时， 他们的参照群体是乡村网络所构成的农民， 彼此基本生活方式相

似， 且内部收入不平等较低， 因此其主观感受和自我评价更为积极。 在从事非农职业

后， 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他工人成为新的参照群体， 因此他们自评收入地位的标准

比那些一直留在农村的个体所采用的标准更高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７）。 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
市场能力成为影响他们地位认同的一种重要路径 （蔡禾、 曹志刚， ２００９）。 此外， 四项

指标中降低幅度最大的是生活满意度这一指标。 这可能是由于工业化转型职业对个体

的就业状况存在普遍的负向效应， 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可预期， 其从业人

员经常面对更为不稳定和难以预期的状况， 因此他们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 以上的

分析结果显示农民从农业进入非农部门后看似实现了职业部门之间的跨越， 但实际上

反而陷入了诸多现实的困境。

六　 结论与启示

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丰富。 这些研究普遍认为， 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 农

民工很难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 （张春泥， ２０１１）， 只能作为城市的 “暂时性居

民” （蔡禾、 王进， ２００７； 陈映芳， ２００５； Ｌｅｅ， ２０１９）。 本研究试图从工业化变迁的角

度， 通过提出 “工业化转型职业” 这一分析概念， 重新思考工业化转型时期中国农民

的职业转型与社会分层。
本文主要有如下几点发现： 首先， 工业化转型职业是农民在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

被动进入非农部门的一种过渡性职业。 职业的技能类型和性别特征是这类职业的两个

基本维度： 一是对学历和劳动技能要求低， 其生产劳动很容易从农业部门延伸过来；
二是附带很强的性别属性， 性别成为这类职业的准入门槛。 从工业化进程的视角来看，

这一群体不仅在城市的身份是暂时的， 而且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在工业化的时代长

河中也可能是 “短暂的一瞥”。 其次， 工业化转型职业面临着双重劣势， 既有作为蓝领

职业相对于白领职业的劣势， 又有在蓝领职业内部作为性别隔离职业相对于非隔离职

业的劣势。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工业化转型职业的从业人员面临更加恶劣的工作环境、

不稳定的工作状况以及脆弱的工作保障， 显示出个体利用性别身份来谋求职业的困境。
最后， 这种客观上的双重劣势又使得农民转入这一职业后更容易体会到难以控制的无

力感， 集中表现为他们的主观福祉有所降低。

可见， 尽管农民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流动跨越了职业部门的分界， 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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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旧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 因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收入的部分提升视为农民非常顺

利地适应工业化变迁以及职业身份的变化 （田丰， ２０１７）。 这也给予我们一些政策方面

的启发。 目前恰逢工业化的决胜时期， 我们不仅要引导农民群体有序实现职业的转型，

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不断提升专业技能， 适应新的社会转型， 真正享受到工业化带来

的福利。 比如， 减少城市教育系统的阻碍， 帮助农民工群体的子代接受更高水平、 更

高质量的教育， 促使他们享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与能力； 再比如， 提供大量的技能培训，

引导一部分农民提高自身技能、 自主创业， 助力乡村振兴 （王西玉等， ２００３； 庄晋财

等， ２０１４； 郭星华、 肖翔尹， ２０２０）。

综上， 我们以工业化转型职业作为分析工具， 深入探讨了在中国快速工业化变迁

下的农民职业转型。 我们除了希望可以为帮助理解中国工业化所导致的职业变革和社

会分层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也希望可以使更多人关注到弱势群体在工业化变迁中

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从而为进一步改善这一群体的处境提供一定的启示。

受限于数据， 本文还存在可改进之处。 主要是目前所使用的数据缺少一些最新的

职业类型， 使得我们无法观察和评估职业变动的最新状况， 例如外卖员。 而外卖员恰

恰是农民工集中的职业之一 （陈龙， ２０２０）， 并被纳入最新的中国标准职业分类系统。

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继续深化和发展这一概念， 同时也期待有更多学者参

与对话和讨论。

附录：

附表 １　 职业特征变量的因子构建与荷载

Ｏ∗ＮＥＴ 元素序号 因子负载

认知能力

口语理解 １ Ａ １ ａ １ ０ ７１２

写作理解 １ Ａ １ ａ ２ ０ ７７３

写作表达 １ Ａ １ ａ ４ ０ ７３７

问题敏感性 １ Ａ １ ｂ ３ ０ ８２３

演绎推理 １ Ａ １ ｂ ４ ０ ８５１

归纳推理 １ Ａ １ ｂ ５ ０ ８６２

信息排序 １ Ａ １ ｂ ６ ０ ８９１

灵活分类 １ Ａ １ ｂ ７ ０ ８４３

数学推理 １ Ａ １ ｃ １ ０ ７６２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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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Ｏ∗ＮＥＴ 元素序号 因子负载

算数能力 １ Ａ １ ｃ ２ ０ ７０１

闭合速度①① １ Ａ １ ｅ １ ０ ７７２

闭合灵活性②② １ Ａ １ ｅ ２ ０ ８０２

获取信息能力 ４ Ａ １ ａ １ ０ ７５４

识别信息能力 ４ Ａ １ ｂ １ ０ ７１２

处理信息能力 ４ Ａ ２ ａ ２ ０ ７８２

分析数据和信息能力 ４ Ａ ２ ａ ４ ０ ８３１

决策和解决问题 ４ Ａ ２ ｂ １ ０ ７５３

更新和使用知识 ４ Ａ ２ ｂ ３ ０ ７６４

记录信息 ４ Ａ ３ ｂ ６ ０ ７５２

身体能力

手臂稳定性 １ Ａ ２ ａ １ ０ ７７１

手的灵巧性 １ Ａ ２ ａ ２ ０ ７３２

多肢协调能力 １ Ａ ２ ｂ ２ ０ ７３３

响应方向 １ Ａ ２ ｂ ３ ０ ８６２

快速响应能力 １ Ａ ２ ｃ １ ０ ７７１

腕指速度 １ Ａ ２ ｃ ２ ０ ７５２

身体平衡能力 １ Ａ ３ ｃ ４ ０ ７２４

身体协调能力 １ Ａ ３ ｃ ３ ０ ７２１

夜视能力 １ Ａ ４ ａ ４ ０ ９７１

周边视觉 １ Ａ ４ ａ ５ ０ ９８２

深度感知 １ Ａ ４ ａ ６ ０ ８４５

炫光敏感度 １ Ａ ４ ａ ７ ０ ９６８

声音辨认能力 １ Ａ ４ ｂ ３ ０ ９３７

操纵或驾驶车辆或机械设备 ４ Ａ ３ ａ ４ ０ ９０３

　 　 注： 为了保持 １９８２ － ２０１０ 职业分类与代码的统一， 以便于描述这一职业比例的变动趋势， 我们对职业重新进

行了编码， 最终得到 １６０ 个职业， 具体做法参照李汪洋和谢宇 （２０１５） 的研究。
资料来源： 根据 Ｏ∗ＮＥＴ 职业数据库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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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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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灵活性指识别或检测隐藏在其他分散注意力的材料中的已知图案 （图形、 物体、 单词或

声音） 的能力。



附表 ２　 与农业职业技能相近的职业类型①①

职业编码 职业类型 认知能力 身体能力

２０１０ 年

职业男性比例

（％ ）

４０１０５ 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人员 ３２ ０７３ ７３ ３７２ ６５ ８

４０５００ 运输服务人员 ５８ ６７５ ６０ ８７３ ８０ ９

４０７０３ 供水、 供热及生活燃料供应人员 ５０ １４４ ７６ ２２２ ７７ ５

４０７１１ 日用机电产品维修人员 ５７ ３７３ ６７ ９２４ ８３ ８

４０７１４ 环境卫生人员 ３７ ４６２ ６２ ５３６ ２８ ４

６０１０１ 地质勘查人员 ５１ ４２３ ７９ ６７４ ７４ ７

６０１０３ 矿物开采人员 ３７ ３７４ ９２ ３０３ ９２ ６

６０１０４ 矿物处理人员 ２２ ４５２ ７９ ８５２ ７４ ５

６０１０５ 钻井人员 ４４ ７０１ ９１ ５１１ ８７ ３

６０１０６ 石油、 天然气开采人员 ４０ ８７４ ８８ ９９１ ６７ ５

６０１０７ 盐业生产人员 ４６ ６０５ ６４ ５６２ ７４ ７

６０２０１ 金属冶炼、 轧制人员 ４７ ５５０ ７０ ９８１ ７９ １

６０２０７ 其他金属冶炼和处理工人 （半导体等） ４３ ２７１ ６０ ２３３ ７２ ７

６０３０２ 石油炼制生产人员 ５１ ６２２ ７７ ４５４ ７０ ３

６０３０３ 煤化工生产人员 ５７ ９１６ ７４ ９１２ ７９ ５

６０４０１ 机械制造加工人员 ４４ ７６７ ７０ ０５１ ７５ ３

６０５０１ 机电产品装配人员 ５５ ７４３ ５９ １７２ ６３ ９

６０６０１ 机械设备修理人员 ５５ ７５４ ７５ ２４２ ８９ １

６０９０１ 橡胶和塑料制品生产人员 ５０ ８２３ ７４ ６９３ ６２ ０

６１００２ 纺纱人员 ２９ ７０２ ６５ ２６２ ２５ ９

６１１０１ 裁缝、 缝纫人员 ４２ ４６２ ６２ ４３４ ２９ ０

６１２０４ 酿酒、 食品添加剂及调味品制作人员 ６０ ４６３ ４５ ５２１ ５６ １

６１２０６ 屠宰加工人员 ２１ ２３１ ６０ １３２ ６１ ２

·３２·

杨一纯等： 农民转型与中国工业化

① 我们根据职业的两个基本的维度———认知能力和身体能力———来寻找跟农业职业技能相近的

职业。 所采用的办法是， 计算农业职业在两个维度上的均值和标准差， 然后根据这个区间范

围寻找与农业职业相近的职业，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１） 该职业的认知能力 ＝ （农业职业认

知能力均值 －两个标准差 ～农业职业认知能力均值 ＋ 一个标准差） 范围内： （２） 该职业的身

体能力 ＝ （农业职业身体能力均值 －一个标准差 ～农业职业身体能力均值 ＋两个标准差） 范

围内。 之所以将认知能力的下限扩大和身体能力的上限扩大到两个标准差， 是因为我们认为

从农业职业进入到非农职业是进入到对认知能力要求更低、 但对身体能力要求更高的职业。
相较而言， 认知能力存在学习门槛， 而身体能力则主要是与体力相关。



续表

职业编码 职业类型 认知能力 身体能力

２０１０ 年

职业男性比例

（％ ）

６１２０９ 其他食品、 饮料制造工人 ３１ ８１２ ６３ ４７２ ５３ ５

６１３０１ 烟草及其制品加工人员 ３９ ９５１ ６１ ６８３ ５８ ０

６１５０１ 木材加工人员 ４６ ４７２ ８３ ７８５ ７０ ７

６１５０３ 木材制品加工人员 ４３ ３３２ ７２ ９９３ ８３ ４

６１６０１ 建筑材料生产加工人员 ５３ ０３２ ３７ ２３４ ７４ ９

６１６０５ 其他建筑材料生产加工人员 （装饰石材等） ３４ ２８１ ６５ ６５２ ７７ ６

６１７０１ 玻璃及其制品生产人员 ４６ ２９３ ７５ ０６７ ６０ ５

６１７０２ 陶瓷及其制品生产人员 ４８ １５２ ８０ ２７７ ５４ ７

６１９０３ 印刷人员 ４２ ９５１ ６８ ５４６ ５９ ９

６２２００ 工程施工人员 ４２ １９３ ７９ ４７４ ９０ １

６２３０１ 公 （道） 路运输机械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４１ ９６４ ７９ ２７３ ９４ １

６２３０２ 铁路、 地铁运输机械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６０ ７３２ ９６ １５４ ８４ ６

６２３０４ 水上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２３ ９８１ ７８ ６７２ ８３ ９

６２３０５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及有关人员 ４３ ３１２ ８９ ７８８ ８１ ６

６２９０２ 机泵操作人员 ５６ １２３ ７７ ４１９ ６４ ２

６２９０３ 简单体力劳动人员 ２５ ８３２ ６５ １７４ ８３ ２

　 　 资料来源： 根据 Ｏ∗ＮＥＴ 职业数据库、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

附表 ３　 不同职业类型的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蓝领 白领 工业化转型 蓝领非隔离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年）
３８ ７０８

（１０ ９０７）
３８ ００５

（１０ ８７７）
４０ ５０３

（１０ ６８４）
３７ ０８２

（１０ ８５８）

受教育年限 （年）
８ ２５８

（４ ３９１）
１２ ５７４
（３ ５７９）

８ ０２４
（４ １０６）

８ ４７０
（４ ６２４）

职业 ＩＳＥＩ
３２ ７７６
（７ ９５６）

５６ ８６６
（１０ ７２１）

３２ １８６
（７ ６０６）

３３ ３１２
（８ ２２６）

工作控制程度
－ ０ ０４９
（１ ０２７）

０ １１４
（０ ９１９）

－ ０ １２５
（１ ０１４）

０ ０２０
（１ ０３５）

百分比 （％ ）

男性 ５８ ４ ５２ ４ ８２ ９ ３６ ２

户口 （农村户口 ＝ １） ６７ ３ ３０ ４ ６９ ６ ６５ ３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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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 白领 工业化转型 蓝领非隔离

体制内 ２２ ２ ６５ １ ２６ ３ １８ ６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是 ＝ １） ４３ ７ ６０ ７ ６１ ０ ４７ ９

是否有固定工资 （是 ＝ １） ５７ ５ ９３ ８ ５２ ２ ６２ ４

是否拖欠工资 （是 ＝ １） １２ ４ ６ ７ １５ ９ ９ ２

是否有职业医疗保险 （是 ＝１） ３３ ６ ６９ ９ ３１ ５ ３５ ６

是否接触恶劣环境 （是 ＝ １） ２０ ５ １０ ６ ２４ ９ １６ ６

是否接触粉尘环境 （是 ＝ １） ３６ ４ １３ ３ ４９ ２ ２４ ７

样本量 ２４７７ １１０７ １１７８ １２９９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数据计算得到。

附表 ４　 发生职业转型与未转型的农民的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合并截面数据 最后一次观测数据

职业转型 农民职业 职业转型 农民职业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年）
４６ ０２２
（８ ５５５）

４８ ０５３
（９ ０１３）

４７ ６３８
（８ ６５３）

５１ ３１８
（８ ６６６）

受教育年限 （年）
６ ２５５

（３ ６８５）
４ ９２９

（４ １７５）
６ ０２０

（３ ７１９）
４ ７９８

（４ １９３）

职业 ＩＳＥＩ
２９ ００２
（５ ８７６）

２３ ０６０
（０ ７９９）

２９ ０１９
（５ ５９４）

２３ ０５８
（０ ７９９）

自评社会地位
２ ６６３

（０ ９９０）
２ ８３７

（１ ０１９）
２ ４８９

（０ ８７９）
２ ５１７

（１ ００６）

自评收入地位
２ ５９０

（０ ９４４）
２ ５９７

（１ ０１８）
２ ７８７

（０ ９５９）
３ ００６

（１ ０５８）

生活满意度
３ ５１４

（１ ０８２）
３ ５６６

（１ ０６６）
３ ３８５

（１ １３８）
３ ６３９

（１ ０８３）

对未来的信心
４ ０３０

（０ ９７２）
３ ８４２

（１ ０８６）
４ ０１４

（０ ８８０）
３ ８５２

（１ １１０）

百分比 （％ ）

男性 ８７ ２ ４８ １ ８０ ８ ４５ ４

户口 （农村户口 ＝ １） ９５ ３ ９８ ３ ９５ ７ ９７ ５

体制内 ６ ３ ０ ０ ５ ９ ０ ０

样本量 ３０４ ７９８８ １４６ １９２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四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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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５　 农民职业转型影响主观评价的固定效应模型

自评社会地位 自评收入地位 生活满意度 对未来的信心

农民转入

工业化转型职业

－ ０ １２４∗

（０ ０５１）
－ ０ １３０∗

（０ ０５２）
－ ０ ３０２∗∗∗

（０ ０５２）
－ ０ １５０∗∗

（０ ０５２）

农村户口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９８
（０ ０６９）

年龄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１５）

年龄的平方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职业 ＩＳＥＩ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体制内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０）
０ １５９∗∗∗

（０ ０２０）
０ ２３５∗∗∗

（０ ０１９）
０ １３１∗∗∗

（０ ０２０）

常数项
－ ０ ２５５
（０ ３６０）

５ １３３∗∗∗

（０ ３６９）
３ ４４９∗∗∗

（０ ３６４）
３ ９１６∗∗∗

（０ ３７０）

样本量 １０６４５ １０６４５ １０６４５ １０６４５

　 　 注： 分析样本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四期追踪数据中观察了两次及以上的样本， 共 １０６４５ 人， 并得到 ２９７３３ 条人 －
年记录；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 ＋ 表示估计结果在 ０ １％ 、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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